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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外出劳动力参与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宏观和微观因素的综合分析 

Study on Factors Influencing Rural to Urban Migrant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Land Circulation: A Comprehensiv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Macro and Micro factors 

 

摘要：农村外出劳动力参与土地流转对我国工农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2008

年中国城乡移民调查数据（RUMIC），本文在综合考虑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村外出

劳动力参与土地流转的分析框架，并用 logistic 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外出

劳动力还不是很多，他们采用的流转形式较为单一。从宏观层面来看，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不成熟、社会

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缺乏健全的土地流转制度阻碍了农村外出劳动力土地流转的积极性；从微观角度来

看，劳动力越年轻，家庭外出劳动力越多、非农就业越稳定、收入越高、就业状态为自我雇佣，选择土

地流转的概率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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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and circul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y and new 

urbanization. Based on data of The Rural-to-Urban Migration Survey in China (2008), this paper studied 

migrant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land circul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eanwhile carried out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the logistic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n’t a lot of migrant workers participating in land 

circulation, and the land circulate form they adopt is comparatively single; migrant workers decide wheth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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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 land or not, considering their own situation. From the macro level, the immaturity of land circulation 

market, the imperfe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lack of sound land transfer system greatly hamper 

migrant workers’ enthusiasm for land circulation; from the micro aspect, with a younger age, more family labors 

work in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an enhancement of the stability of wage levels and employment, there is a 

greater prob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participating in land circulation. 

Key Words: land circulation; migrant worker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政府将引导鼓励土地流转、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视为一项重要工作，在十八届

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更是明确提出要赋予农民多项土地权益，鼓励农民参与土地流

转，发展创新多种形式规模经营，以此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土地流转实际上是土地使用权

的流转，指的是在土地承包权保留在农户自己手中的基础上，土地使用权通过转包、出租、互换、

入股等各种方式，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早在 1984 年一号文件中，中央就提

出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即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适当的土地流转一直是被允许、

鼓励的。但由于土地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之一，对农民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土地流转

并没有获得积极响应。直至随着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状态的改善，相当一部

分农民放弃耕种土地转而外出务工或经商，土地流转才在农户间自发性地开展起来，并自下而上引

起了中央的关注。 

对那些作为土地供给者的农民来说，他们转出土地、脱离农业生产后的就业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倘若没有非农就业途径，他们很难放弃土地经营，土地流转就会受到限制。农民工作为农民的一个

特殊群体，主要从事的是非农就业，除了部分流动性较强的劳动力选择在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

回家务农外，大多数农民工作为非农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因此理论

上推断，在农民工群体中土地流转的可行性应该远远高于普通农民。目前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

庞大，2013 年我国转移农村劳动力总体规模已经超过 2.69 亿，其中外出农民工超过 1.6 亿（国家

统计局，2014）。随着国家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各项工作的开展，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人数将进一步增

加。假使他们都能积极地参与到土地流转中来，转出自己承包的土地，土地资源将获得更加合理的

优化配置，对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实行新型城镇化都有着深远影响。 

但就各地土地流转的开展状况与一些相关调查来看，农民工似乎并没有广泛参与到土地流转市

场中(戚攻，2008；陈旭峰，田志锋，2011；黄锟，2011)。那么从宏观层面上来说有哪些因素阻碍

了农民工参与土地流转？在微观层面上，农民工个人和家庭的相关方面尤其是非农就业因素对土地

流转又有怎样的影响？本文综合考虑宏观和微观因素，形成了一个较系统的分析框架，同时运用相

关数据加以实证检验，以期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参与土地流转工作的开展发挥一定的借鉴作用，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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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文献综述 

土地流转在我国现代化农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引起了理论界和社会的广泛

关注。张正河（2009）对在准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耕地流转的困境进行了研究，指出由于经济或行

业的波动导致农民工返乡这一情况时有发生，返乡农民工普遍有追回土地的心理是耕地流转的一大

阻碍。汪阳红（2012）认为农民工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不愿”、“不敢”、“不确定”、

“不必要”：农业税的取消和各种农业补贴让农民工不愿转出土地；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使农民

工不敢放弃土地这一生活保障的最后防线；在城市中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性导致农民工有返乡的可

能，从而不确定是否进行土地流转；长期居留城市的农民工的土地缺少相应的退出机制，不参与土

地流转也没有任何损失，因而对他们来说土地没有流转的必要。戚攻（2008）分析了在重庆统筹城

乡发展过程中的农民工土地流转情况，指出存在着农民工土地权益受损、相关制度和政策缺失等种

种问题。 

上述研究表现出的农民工土地流转情况不容乐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工作的展开举步维艰。

陈旭峰、田志锋等（2011）对山东泗水县农民工进行走访调查，通过对农民工的态度、土地流转的

现状、流转后生活的改善情况等方面的分析，深入研究了农民工土地流转的现实可能性。邱长生、

张成君（2008）等利用碰撞理论和中间过渡状态理论来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的关系，结

果表明外出劳动力与土地的分离以及新的土地经营者与土地的结合必须在达到一定条件之后经过

多次“碰撞”才能实现，只有突破了特定的条件土地流转才得以发生。罗明忠、卢颖霞等（2012）

研究发现那些进城安家的农民工有很强的土地流转意愿，在恰当的制度机制设计下，总体上来说农

民工对土地流转是持积极态度的。 

对于微观层面上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民工土地流转行为或土地流转意愿这个问题，也有一部分学

者基于不同角度做出了分析。刘琦、姜创等（2012）从代际差异角度出发，运用 Logit 模型分析了

河南省 166 户农民工的土地流转行为，发现两代农民工的土地流转行为和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

家庭劳动力结构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第二代农民工。与此相类似，许恒周、郭玉燕等

（2012）也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运用有序 Probit 模型对影响天津市 613 户农民工的土地流转意愿的

因素作了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农户家庭规模、就业类型对两代农民工的土地流转意愿均有

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有所不同。陈美球、吕添贵等（2011）通过对外出打工者较多的六省二十个

县市的 564 户农民工的实证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对耕地流转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同时打工月收

入越高的农民工越倾向于耕地流转，但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耕地流转情况并没有显著差异。包屹红

（2013）以南昌市 782 户农民工为例进行的分析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并且还指出已在城市买房的

农民工家庭与全家迁出农村的农民工家庭对土地流转的参与度更高。张务伟、张福明等（2009）则



25《发展经济学论坛》2015 年第 1 期 

 ·4· 

分析了劳动力的转移程度对土地处置方式的影响。他们选取了能够反映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三个

指标：是否异地转移、非农就业时间和家庭劳动力转移比例，采用最优尺度分析法分析了三个指标

对山东省 2421 位农民工的土地处置方式的影响，发现前两个指标与土地处置方式的社会化程度高

度正相关，并指出要想推进土地流转的正式开展，必须不断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程度。陈旭

峰、钱民辉（2012）从农民工资本拥有情况出发，探讨了农民工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

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发现只有经济资本能明显解释农民工的土地流转情况，且其影响呈现为一种倒

“U”形发展趋势。 

总结现有的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于农民工参与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已经进行了一定的

研究。但存在着以下问题：现有的研究或是只选取某一省市范围内的农民工为对象，或是涉及多省

但样本规模较小，对整个农民工群体的代表性不强；并且对于农民工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及就业状态

方面的关注较少。基于此，本文将采用多省份的大样本数据对已有研究结果进行验证，同时引入农

民工非农就业的相关变量，考察其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此外，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农民工的土地流转

问题，本文也将对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进行阐述，从而形成综合的分析框架。 

三、影响农民工参与土地流转的因素 

从不同学者对农民工参与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出，影响农民工进行土地流转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并且比较复杂。本文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这些原因进行细致论述：宏观层面上，选取

了土地流转市场、社会保障、国家政策三个方面因素展开分析；微观层面则主要针对农民工在土地

流转中受到影响的个人及家庭特征进行研究。 

（一）宏观分析 

1.土地流转市场方面 

土地流转的目的是通过对土地使用权的重新分配，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合理配置稀缺的土地资

源。一个发育成熟、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虽然不会必然导致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然而，在其他条

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不够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却是必定会极大地阻碍外出农户参与到土地流转中

来的。在农民非农就业较快发展的背景下，一个有效的土地流转市场对土地集中到农业生产率较高

的农户手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Feng et al.,2010)。因此，想要实现土地合理、有序、公平、高效

地流转，土地流转市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全国各地已初步建立起土地流转市场，但其市场化程度并不高，存在

以下问题：首先，产权主体的界定不够明确，相关权利比较模糊。我国的农地产权制度是以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户拥有对土地的承包使用、收益分配的权利，土地的所有权在集体手中，

国家则行使对土地的管理权，以此实现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但是法律对于土地所有权

主体并未做出明确规定，对同一块土地的所有权，经常会出现村民委员会、农村经济组织等多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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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共同占有的情况，以至农民的各项土地权利由于所有权主体的缺失或越位而受到损害；同时农民

享有土地的收益分配权的具体内涵比较模糊，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的收益怎样在国家、集体、农户间

分配并不明确，使得农户对土地流转带给自己的利益持怀疑态度。其次，目前的土地流转多是在农

户间自发形成的，土地流转双方通常以自主协商的方式确定土地流转的价格；还有就是通过乡镇组

织的介入在农户与土地转入方之间进行规模化的土地流转，其价格也多是以协商确定。以上不论哪

种方式的土地流转价格都不是遵循市场规律自发形成的，随意性和差异性很大，并且由于转入方经

济实力的限制以及农户缺乏对土地定价的认识，自发的土地流转的价格普遍较低，从而难以对农户

转出土地产生较强的吸引。另外，我国土地流转市场上的服务中介机构严重缺乏。市场上的土地流

转信息缺乏流通渠道，想要转出土地的农户和需要土地的企业、承包商之间无法对接；通过口头约

定和简单协议进行的土地流转缺少必要的登记与公证，流转双方的权利与责任缺少明确的规定，发

生纠纷时难以追究责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扩大了土地流转的难度，阻碍了土地流转市场的有效运

行。 

2.社会保障方面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二元分割使得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远远比不上城市水平。社会保

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等方面共同构成了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

保障体系的核心。农村社会保障不仅欠缺必要的项目，而且覆盖的范围很小；此外城乡社会保障还

存在待遇水平相差过高、国家和社会的资金支持不公平等差别，这导致农民的社会保障情况基本停

留在以家庭自我保障为主、伴以国家救助的层面上，从而对农民来说，土地发挥着明显的保障功能，

他们对土地有着很强的依赖性，轻易不愿放弃手中的土地。 

农民工作为我国二元体制下的一个特殊群体，较强的流动性导致他们的身份处于农民和工人之

间，这种身份上的模糊性使得农民工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一个边缘地位：一方面，农民工虽然户

籍在农村，但大多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以工资等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故而将他们全部纳入农村

社会保障体系中对其显然并不公平，同时由于他们的分散性，落实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

农民工的城市身份并不明确，基本上是被排斥的，所以难以把他们当作城镇居民覆盖在城市社会保

障体系中，此外由于工作的不稳定、收入偏低等，他们大多难以像城镇居民一样支付城市社会保障

所要求的保险金等费用。目前我国虽然十分关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但还没有普遍建立相应的

社会保障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同普通农户一般依赖于承包土地的保障性功能。但与普通农

民有所不同的是，这种依赖性相对较弱，并与他们在非农就业中获得的保障有较大的关联。土地提

供给普通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就业保障对农民工来说意义不大，农民工更多的是把土地当成一种

失业保险和最后的防线：一旦在城市的就业难以为继，还可以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我们可以推

断，如果农民工在非农就业中能够获得相关的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他们对土地的依赖，从

而提高农民工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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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政策方面 

土地流转是一次土地制度的创新，从本质上来看，它的推广就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

迁有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方式。本文认为，土地流转是这两种制度变迁方式的结

合：农户为实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潜在收益或非农就业的潜在收益，产生土地流转的要求并自

发实行了土地的私下流转。但这种潜在利益由于土地流转缺少规范的制度，同时相比于其他社会利

益主体的力量，农民这一群体并不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农民自发的土地流转行为产生的制度变迁要

求不足以转变为新的制度安排，必须由国家凭借在资源配置权利上的优势地位及其政治力量来制定

成熟完善的土地流转制度，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从而推动广大农户参与土地流转。 

我国土地流转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家在土地流转的法律保障、制度设计方面存在很大缺失。

土地流转没有一个确切可依的准则，存在参与流转的主体权利义务的界定比较模糊、关于农民流转

土地后利益补偿的规定较为随意等情况，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切实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同时，与

土地流转相关的配套机制不足，如缺少风险保障机制、纠纷调解机制等等，使土地流转中出现的很

多问题无法得到妥善合理的解决。此外，缺少一定的政策执行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中央和地方存

在政策博弈：作为土地制度变迁的主导者，中央政府制定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发点在于保护耕地数量、

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但地方政府作为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在行为上存在很

大偏差，原因在于自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是靠流转土地而获得的土地出让金，

为了更快的获得土地出让金而填充地方财力，地方政府必然会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公平性和保护农

民权益方面打折扣 

（二）微观分析 

土地流转与否实际上是农民工家庭做出的行为决策。本文认为农民工在决定是否进行土地流转

时更多地考虑自己的生活、生产会由于土地流转发生怎样的改变，并且这一认识与其自身的心理、

认知水平等密切相关。据此本文假定农民工是否参与土地流转是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主观抉择。 

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农民工家庭的土地流转状况首先与户主的个人特征紧密相关。对于是否

转出土地这个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问题，户主有着充分的发言权和决定权。就现有的研究来看，与

土地流转密切相关的主要有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两个因素。户主年龄越大，情感上对土地的依赖越深，

思想上也比较传统，不易于接受尝试新的事物，因而对土地流转的参与度越低。受教育程度一方面

影响户主的认知水平和对国家政策的理解与把握，另一方面影响其非农就业能力，故而受教育程度

越高越倾向于进行土地流转。 

对土地流转有影响的家庭特征可以分为家庭劳动力禀赋和家庭土地禀赋两部分。有学者认为，

农户家庭中有着充足的劳动力并且存在内部分工，因而部分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一般并不导致土地

流转，而是出现农户兼业化经营（钱忠好，2008），基于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家庭劳动力总人数

越多，内部分工的可能性越大，土地流转的概率越小；随着劳动力外出比例的增大，土地流转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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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可能会逐步提高。家庭土地禀赋指的是农户承包土地的规模以及承包土地的地理环境。在拥有较

大规模的土地时，农民为了积累资金、追加土地投资而从事非农就业，而在手中土地较少或者无地

时，农民外出则是为了谋取更多生存条件（Ellis, 1998），据此可以推断：承包土地规模越大，农民

工更有可能将土地保留在自己手中而不参与土地流转。土地的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地流转

是否易与开展，一般而言，位于平原的土地质量比山地、丘陵地区要好，并且更容易连成片实行规

模化经营，在此情况下土地流转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可能会较好地推动农民工进行土地流转。 

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和非农就业的决策先后顺序会导致分析土地流转行为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认

为，由于土地在为农民提供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因此在非农就业没有确定的情况

下，农民轻易不会考虑放弃手中的土地。对土地流转行为起着影响和决定作用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

劳动力的非农就业(Kung,2002)，所以本文假定农民工参与土地流转与否是在他们外出就业一定时间

后才决定的，土地流转行为与非农就业状况密切相关。具体来说，非农就业收入会影响农民工对土

地经济收益的依赖，收入越高，依赖性越弱；非农就业时间长的农民工经验阅历比较丰富，更容易

获得较好的非农就业机会改善家庭的生活状况，从而弱化了土地对他们的生活保障作用；有些外出

就业地点距离家乡比较近的农民工可能会在农忙时回家务农，因此相比于那些离乡远的农民工，他

们更有可能保留承包的土地。除此以外，本文认为农民工的土地流转行为与非农就业状态：自我雇

佣或被他人雇佣，也存在一定的联系。与自我雇佣相比，被他人雇佣更有机会享受到与工作相关联

的社会保障项目，土地发挥的社会保障作用较弱，有可能被农民工转出；同时自我雇佣的农民工要

面临很大的风险，经营失败的潜在可能性也许会导致他们保留土地作为自己的退路。 

四、数据来源和说明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研究院（RSE）中国——印度尼西亚城乡移民

（RUMiCI）研究项目。该项目通过在中国和印尼实施为期五年的纵向调查，搜集流向城市的农村

劳动力的相关数据。本文所采用的就是该项目已公布的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调查数据——The 

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China(2008)。调查在地域上涵盖了蚌埠、成都、东莞、广州、杭州、合

肥、洛阳、重庆、武汉、郑州、宁波、南京、无锡、深圳、上海等 15 个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主要聚

集城市，涉及 5000 户来自不同省市的农民工家庭，因此运用这一数据对农民工参与土地流转的影

响因素进行研究，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通过询问“在家乡是否拥有农地”这一问题，发现在 2008 年有效样本 4874 户农民工家庭中，

只有 568 户在家乡没有土地，占全部农民工家庭的 11.65%，并且其中的 127 户家庭是由于土地承

包的调整而失去承包地的。那么在家乡承包着土地的 4306 户农民工家庭，他们对于土地流转的参

与程度如何呢？对此问题，研究者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096 户农民工家庭进行了土地流转，

约占全部的四分之一，可见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是愿意进行土地流转的。然而进一步的调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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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参与土地流转的家庭中，有 484 户采用“转包”这一形式进行土地流转，剩下的约 56%的家庭

选择了找人代耕，流转形式较为单一，而且在“代耕”这一形式下土地流转双方的关系并不稳定，

土地流转的价值很难体现出来。因而，要进一步开展土地流转工作、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还有

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五、实证检验 

由于本文所分析的农民工对土地流转的参与是一个关于“是”或“否”的二元选择问题，被解释变

量“土地流转”是一个无序二分类变量，故本文运用二元选择模型中的 logistic 模型进行估计，具体

变量设定如表 1 所示。 

表 1 农民工土地流转的相关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性质及定义 理论预期 

被解释变量   

土地流转 分类变量，是=1，否=0  

解释变量   

性别 分类变量，男=1，女=0 +/- 

年龄 连续变量 - 

受教育程度 
分类变量，初中、高中及中专、大学本专

科及以上，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 
+ 

是否参加过就业培训 分类变量，是=1，否=0 + 

家庭劳动力总数 连续变量 - 

劳动力外出比例 连续变量 + 

人均土地承包面积 连续变量 - 

土地类型 分类变量，丘陵、山地，平原为参照组， - 

近五年内是否有过土地调整 分类变量，是=1，否=0 - 

家乡所在地 
分类变量，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

区为参照组， 
+/- 

月均收入 连续变量 + 

就业时间 连续变量 + 

就业状态 
分类变量，被他人雇佣，自我雇佣为参照

组， 
+ 

就业地点 分类变量，外地，本市（县）为参照组 + 

是否有社会保险 分类变量，是=1，否=0 + 

注：“+”表示解释变量（与参照组相比）对被解释变量有正向影响，“-”表示解释变量（与参照组相比）对被解

释变量有负向影响，“+/-”表示不确定。 

在微观数据中，我们找到影响土地流转的宏观因素的代理变量。我们用家乡所在地反映土地

市场的变量，以东部地区为参照组，设置中部和西部两个虚拟变量，以说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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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场化发育程度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用农村外出劳动力是否拥有社会保险，反映社会保障状况和

对土地保障的依赖程度。制度变量我们用近五年是否有过土地调整来表示，说明政策和制度的稳定

性。其他的变量包括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个人、家庭特征以及外出就业状况等。 

对 2008 年 4306 个农民工样本进行 logistic 回归，得到如表 2 所示的回归估计结果。 

表 2 农民工土地流转的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Odds Ratio Std. Err. z P>|z| 

性别（女）     

男 1.0131 0.0908 0.15 0.884 

年龄 0.0529 0.0050 10.83 0.000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 0.9392 0.1115 -0.53 0.597 

高中及中专 0.9253 0.1262 -0.57 0.569 

大学本专科及以上 1.2587 0.2798 1.04 0.301 

就业培训（否）     

是 1.1342 0.0928 1.54 0.124 

家庭劳动力总数 0.9537 0.0242 -1.87 0.062 

劳动力外出比例 15.6783 2.4819 17.39 0.000 

人均土地承包面积 1.0044 0.0176 0.25 0.804 

土地类型（平原）     

丘陵 1.3699 0.1388 3.11 0.002 

山地 1.2686 0.1262 2.39 0.017 

土地调整（否）     

是 0.9454 0.0849 -0.63 0.532 

家乡所在地（东部）     

中部 0.9208 0.0920 -0.83 0.409 

西部 1.2020 0.1441 1.53 0.125 

月均收入 1.0210 0.0001 2.42  0.015 

就业时间 1.0111 0.0068 1.64  0.095 

就业状态（自我雇佣）     

被他人雇佣 0.6635 0.6770  -4.02  0.000 

就业地点（本市（省））     

外地 1.3308 0.1375 2.77 0.006 

社会保险（无）     

有 1.1325 0.1093 1.29 0.197 

Number of obs   =    4306 

LR chi2(19)     =    761.79         Prob > chi2     =    0.0000 

Log likelihood   =    -2061.7083     Pseudo R2      =     0.1559 

Goodness-of-Fit test     Pearson chi2(4280) =4214.18   Prob > chi2 = 0.7679 
Correctly classified      77.03% 

 

从各变量的回归情况来看，年龄、劳动力外出比例、土地类型、非农就业月均收入、就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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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地点在 5%的水平下统计显著；家庭劳动力总数、非农就业时间则通过了 10%水平下的显著性

检验。根据发生比率（Odds Ratio）可以看出，劳动力外出比例、月均收入、就业时间对土地流转

有正向影响（发生比率大于 1），而年龄、家庭劳动力总数会对其产生负向影响（发生比率小于 1），

这些自变量的作用与预期相吻合，验证了前面的阐述。土地类型和就业状态则表现出了与理论假设

相反的影响：相比于平原地区，承包土地在丘陵和山地地区的农民工进行土地流转的概率明显较大，

其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被他人雇佣的农民工土地流转的参与度比自我雇佣的农民工要小，可

能是因为那些自我雇佣的农民工创业经营之初要投入一定的资本，由于土地在农民的财产收入中占

了很大的比重，所以他们可能会通过土地流转获得一定的收益来积累资金，从而参与土地流转的概

率大于被他人雇佣的农民工。 

此外，农民工的就业培训经历、是否有过土地调整以及社会保险参与情况虽然对土地流转情况

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但系数表现出的影响方向是符合理论预期的：参加过就业培训的农民工

具有较高的非农就业能力，倾向于土地流转；土地调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的稳定性，频繁的土

地调整使农民工的土地权利变得不够明确，阻碍其参与土地流转；参与到社会保险项目中来的农民

工对土地社会保障作用的依赖性降低，从而愿意转出承包的土地。 

六、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 2008 年中国农村——城市移民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研究了农民工参与土地流转的现

状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农民工对土地流转的参与还不够积极，已经进行了土地流转的农民工多采用

了转包或代耕这样发生在小范围农户之间的流转形式，没有对现代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起到

良好的推动作用。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情况、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程度以及国家建立必要的

土地流转制度都对农民工的土地流转状况有重要影响，但其作用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从微观角度上来说，农民工年龄大、家庭劳动力总数多、家庭劳动力外出比例小、就业状态为被他

人雇佣等情况下，土地流转的概率较低；而非农就业时间长、收入水平高、离乡较远、承包土地的

地形为丘陵或山地的农民工，对土地流转的参与度明显较高。 

基于这些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几点政策建议。要妥善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推进社会保障

制度的改革，使农民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免除他们进行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

要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条件，保证他们能够充分就业；同时

也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与指导，提高非农就业的稳定性与收入水平，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返乡务农

的可能。此外，要加强土地市场和制度建设，使其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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